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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文垂大教堂和平建设的理念和实践

罗清云　 刘　 成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 考文垂大教堂是战后考文垂倡导和缔造“和平与和解之城”的建设成果，它
构建了一种具有和解特色的战争创伤城市的重建模式。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空军对考文

垂实施了“夷为平地”式的大轰炸，著名的考文垂大教堂被炸毁。 大教堂“以德报怨”，提
出“和平与和解”的非暴力理念，促使考文垂摆脱传统受难者的叙事模式，塑造了战后考文

垂城市的和平形象和发展定位。 大教堂以和解的方式治愈战争创伤，通过“和平重建”“友
好城市”“铁钉十字架社区”等和平计划，推动英德两国关系的改善，促进战后国际和平环

境的营造。 大教堂所倡导的战后和解行动并不意味着对创伤历史的无视和遗忘，而是通

过和平教育及和平行动网络的构建，将战争记忆的苦难叙事转化为对战争的反思和对和

平的追求，践行“用和平方式实现和平”的和平学理念。 面对战后考文垂社会冲突和发展

问题，大教堂拓展“和平与和解”的实践范畴，主动承担“问题解决者”的责任，推动城市内

部种族和解，促进城市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大教堂和平建设的理念及实践，为其他国

家创伤城市的战后重建和发展提供了有益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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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考文垂大教堂（Ｃｏｖｅｎｔｒｙ Ｃａｔｈｅｄｒａｌ）前身为考文垂圣米迦勒教堂（Ｃｈｕｒｃｈ ｏｆ Ｓｔ Ｍｉｃｈａｅｌ），始建于中世纪。 １９１８ 年，该教堂被确立为

考文垂教区主教座堂，即圣米迦勒大教堂（Ｃａｔｈｅｄｒａｌ ｏｆ Ｓｔ Ｍｉｃｈａｅｌ），又被称为考文垂大教堂。
②　 和平建设涉及经济学、社会学、冲突研究、安全研究、国际关系等众多领域。 参见 Ｏｌｉｖｅｒ Ｐ． Ｒｉｃｈｍｏｎｄ， Ｇｅｚｉｍ Ｖｉｓｏｋａ， 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１。
③　 Ｊｅａｎｎｅ Ｋａｃｚｋａ－Ｖａｌｌｉｅｒｅ， Ａｎｄｒｅｗ Ｒｉｇｂｙ， “Ｃｏｖｅｎｔｒｙ－Ｍｅｍｏｒｉａｌｉｚｉｎｇ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Ｐｅａｃｅ ＆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０８， ３３ （４）， ｐｐ．

５８２－５９９
④　 肯尼恩·莱特、奥利弗·舒格拉夫等多位神职人员曾出版过个人回忆录、日记，详细介绍了“和平与和解”理念的提出、国际和平网

络构建过程等大教堂战后和平建设的具体内容。 参见 Ｂａｓｉｌ Ｓｐｅｎｃｅ， Ｐｈｏｅｎｉｘ ａｔ Ｃｏｖｅｎｔｒｙ：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ａ Ｃａｔｈｅｄｒａｌ， Ｌｏｎｄｏｎ：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Ｂｌｅｓ Ｌｔｄ ， １９６２； Ｂａｓｉｌ Ｓｐｅｎｃｅ， Ｈｅｎｋ Ｓｎｏｅｋ，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ｈｅｓ： Ａ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ｖｅｎｔｒｙ Ｃａｔｈｅｄｒａｌ， Ｌｏｎｄｏｎ：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Ｂ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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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ａｌ， １９６２； Ｈ． Ｃ． 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Ｃｏｖｅｎｔｒｙ Ｃａｔｈｅｄｒａｌ ｉ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Ｌｔｄ ， １９６８； Ｈ． Ｃ． 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Ｄｏｃｕｒａｃｙ Ｌｔｄ ， ２０１２； Ｈ． Ｃ． 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ａｔｈｅｄｒａｌ， Ｌｏｎｄｏｎ： Ｂｉｌｌｉｎｇ ＆ Ｓｏｎｓ Ｌｔｄ ，
１９６４； Ｋｅｎｙｏｎ Ｗｒｉｇｈｔ， Ｃｏｖｅｎｔｒｙ－Ｃａｔｈｅｄｒ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Ｈｅａ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ｕｎｄ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
Ｈｏｕｓｅ， ２０１２； Ｏｌｉｖｅｒ Ｓｃｈｕｅｇｒａｆ，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 ｏｆ Ｎａｉｌｓ： Ｊｏ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Ｇｏｄ’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ａｎｔｅｒｂｕｒｙ Ｐｒｅｓｓ Ｎｏｒｗｉｃｈ， ２０１２

⑤　 有学者在研究南京或其他国际二战殉难城市的和平建设论文中，对考文垂战后和平重建有简略介绍，代表成果是：朱成山、赵德
兴、陈俊峰，等：《南京构建国际和平城市研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研究》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刘成、白爽：《和平学视域下的创建国
际和平城市的思考》，《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其他成果主要是介绍性文章，比如，元丁：《从圆明园到考文
垂大教堂》，《世界宗教文化》２００１ 年第 １ 期；施劲松：《毁灭与重生———考文垂大教堂的启示》，《南方文物》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金
磊：《用建筑遗产昭示使命———感受英国考文垂新主教堂的创作》，《中国建筑文化遗产》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

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纳粹德国空军对考文垂实施了毁灭性轰炸，考文垂大教堂①（以下简称大教

堂）被炸毁。 考文垂战后的城市发展摆脱了传统的受难者叙事模式，走上了积极的和平建设（Ｐｅａｃ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②之路，为考文垂赢得了“和平与和解之城”（Ｃ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的国际美誉③。
从考文垂城市史视角研究大教堂的战后发展，西方学者大多侧重从建筑史、宗教社会史和战后发展

史视角论述大教堂和平建设的具体实践，较少关注大教堂的和平建设与城市发展之间的互动影

响④。 新大教堂建筑设计师巴兹尔·斯宾塞在多部著作中详细介绍了大教堂的重建细节，而国内学

界有关考文垂的研究成果很少，尚未发现对大教堂进行专题深入研究的学术成果⑤。 本文主要利用

考文垂当地报刊、城市档案和大教堂神职人员专著等文献资料，对战后大教堂的和平建设理念和路



径进行系统考察，探究考文垂战后“和平与和解之城”重建模式的主要特点，从和平学视角对战争历

史记忆的建构进行反思，揭示战争创伤城市战后和平创建的价值和意义。

一、“和平与和解”理念的提出

考文垂是一座千年古城，因建有隐修院而发展成为繁荣的贸易城镇，１４ 世纪时为英格兰四大城

市之一，并在 ２０ 世纪成为英国军备生产重镇。 从 １９３６ 年开始，考文垂的军备工厂就为战争进行准

备，不仅生产侦察车、军用车轮胎、炮弹等传统军备，还生产大量战斗机，为英国皇家空军的发展作出

了巨大贡献①。 考文垂的军备生产能力为它遭遇德军轰炸种下了诱因，１９４０ 年 ６ 月至 １１ 月，考文垂

陆续遭到纳粹的多次空袭，受损程度为当时英国城市之最②。 《纽约时报》报道：“纳粹轰炸机早先想

在空袭伦敦中达到的破坏效果在考文垂实现了。 面对这座人口仅 ２５ 万的紧凑小城，德军出动的飞

机编队和突袭 ８００ 万人口的伦敦时所用的一样庞大。”③空袭造成了考文垂近千人死伤，约 ７５％的工

业损毁严重，近 ５ 万栋房屋被破坏，基本生活设施几乎毁于一旦④。
大教堂在 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的空袭中被多枚燃烧弹击中葬身火海。 据《考文垂电讯晚报》报

道：“整个夜晚，考文垂这座城市一直在燃烧，连同她的大教堂一起燃烧，这幅景象象征着一个永恒的

真理：人类受苦的时候，上帝也同他们一起在受苦。”⑤大教堂的尖塔在空袭中得以幸存，“塔尖高耸

入云，象征着上帝永恒的威严和爱，它将帮助人们战胜苦难，在永恒的爱之上建立一个新的城市和新

的世界”⑥。
然而，空袭后大教堂迅速作出一个让世人震惊的举动，并由此走上和平与和解之路。 １９４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Ａ． Ｐ 威尔士（Ａ． Ｐ． Ｗａｌｅｓ）牧师将三根取自大教堂废墟中的“铁钉”（固定大教堂建筑物之

用）捆扎成一个“十字架”⑦。 大教堂教长理查德·霍华德⑧（Ｐｒｏｖｏｓｔ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ｏｗａｒｄ）在日记中写道：
“这个‘铁钉十字架’的象征意义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耶稣的受难，它闪亮的外表预示着复活的喜悦，
它对思想和心灵的影响是惊人的、深远的，……是伟大考验和磨难的象征。”⑨大教堂通过“铁钉十字

架”，向德国也向世界主动举起了恢复和平的“橄榄枝”。
考文垂大教堂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在二战中被完全摧毁的圣公会大教堂（Ａｎｇｌｉｃａｎ ｃａｔｈｅｄｒａｌ），德

国空军摧毁大教堂被认为是对考文垂这座城市、宗教和英国文化遗产的攻击。 大教堂成为战争中

所有深受其害的城市的象征。 因此，１９４０ 年（轰炸当年）圣诞节的全国广播（ＢＢＣ）将大教堂选为播

放地。 霍华德教长在广播中发表了全球演讲，首次公开提出“和平与和解”的理念：“尽管可能很难

驱逐所有复仇的念头，但我们正在努力振作起来，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将世界从暴政和残酷中拯救

出来。 我们将努力在这场纷争之后的日子里，创造一个更加善良的、更加纯粹的、更像基督———圣婴

的世界。 我们有勇敢的精神，并祝愿大英帝国有一个勇敢的圣诞节。”

霍华德教长提出的“和平与和解”理念源于基督教的“宽恕”思想。 基督教的原罪说以及由罪而

生的苦难的教义，引发出救赎与博爱的基督教精神，强调像耶稣爱人一样爱“邻人”，像耶稣宽恕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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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宽恕他人，以殉道的方式救赎世人的罪和苦难。 正如霍华德教长所言：“在大教堂被毁的那个晚

上，考文垂大教堂以令人惊讶和不可思议的方式，成为一个伟大真理的‘现实化身’，即通过耶稣基督

的受难和复活，经历困难的人类都可以在复活中获得重生。”①考文垂主教卡斯伯特·巴德斯利

（Ｃｕｔｈｂｅｒｔ Ｂａｒｄｓｌｅｙ）②对此评价道：“霍华德凭借着勇气和极具先见的眼光认识到，‘重建后的大教堂

会比过去会更为辉煌’。 这句大胆而简短的仿若集结号一般的口号传遍了世界，在战争最黑暗的时

刻，这句口号为英国和德国占领区的人们带去了新的希望和激励。 考文垂这座城市和大教堂不仅给

予人类将善从恶中解救出来的决心，还是上帝战胜灾难的象征。”③德国路德教牧师奥利弗·舒格拉

夫（Ｏｌｉｖｅｒ Ｓｃｈｕｅｇｒａｆ）则指出，霍华德提出的“和平与和解”理念，是在“仇恨大势”下拉开了大教堂走

向和平建设的帷幕。 正是“这个在当时不受欢迎的、预言性的宣言，成为大教堂日后为实现这个目标

而做的一切行动的座右铭”④。
宽恕不是和解。 但是，汉娜·阿伦特（Ｈａｎｎａｈ Ａｒｅｎｄｔ） 认为，过去发生的罪恶，是一把悬挂在每

一代人头顶上的达谟克利斯之剑，宽恕有助于痛苦往事的消解，不可逆转历史的唯一解毒剂就是宽

恕的力量。 宽恕是一种与过去事件相关的理性过程，人们不需要陷入到事件之中，甚至不需要知道

是谁犯下的罪行，即便忏悔性的道歉是宽恕的一个前提条件。 人们不忘记过去，又应该宽恕过去，使
自己从复仇的情绪中解脱出来。 从这点来看，宽恕不只是为了对方，更是有利于自我，目的是双方的

和解⑤。 图图大主教明确指出：“有了宽恕，就有了未来。”⑥

西方文化传统中关于“宽恕”的看法，与西方文化传统“原罪”的价值纬度完全一致。 宽恕之为

宽恕，奉行的完全是无条件的原则与不对等的态度。 不但宽恕可以宽恕者，而且宽恕不可宽恕者⑦。
然而，宽恕是一个主观意识的行为，只有受难者才有权利作出决定⑧。 大教堂被炸毁，作为大教堂的

代表，霍华德教长有权提出这种基于基督教宽恕思想的“和平与和解”理念。 但是，大教堂这种近似

“无条件”对德和解的理念，并不意味着可以代表英国人或者考文垂多数市民的想法。 美国心理学家

迈克尔·Ｅ 麦卡洛认为，复仇和宽恕是人类的两种人性，不要试图改变人性，而要改变世界，人类行

为基于人性，但可以通过改变环境使激发复仇的因素越来越少，而激发宽恕的因素越来越多⑨。 后来

的事实证明，“和平与和解”理念得到了英国民众的广泛支持，考文垂城市也由此发展为国际著名的

“和平与和解之城”，这主要得益于大教堂战后贯彻“和平与和解”理念的实践活动，其根本目标就是

改变我们人类的社会环境。

二、大教堂的“和平重建”

霍华德教长提出的“和平与和解”理念首先践行在大教堂的“和平重建”上。 大教堂的重建象征

着考文垂的“重生”，其背后的意义是城市命运和国家精神的重振。 在考文垂遭遇空袭后不久，以
重建大教堂作为城市复兴象征的计划立即被提上议程。 １９４１ 年 ３ 月，大教堂理事会决定在现址或附

近对大教堂进行重建，并任命一个由霍华德教长担任主席的重建委员会，以“探讨新大教堂的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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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和建筑师任命等”有关问题①。 委员会在战争结束不久便提交了新大教堂的初步设计方案，但
该方案未能通过英国皇家美术委员会的同意。 １９５１ 年，大教堂发起了一场建筑设计竞赛，为新大教

堂征集设计方案，并确定了“让新大教堂建筑与旧大教堂废墟遗址共存，新旧建筑间进行对话”的设

计理念②。 这意味着，未来的新大教堂不只是修复原样，而且是在保存创伤记忆的同时，推动创伤历

史的修复。
为此，重建委员会发布了《参赛者补充指南》（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ｓ），要求参赛

者必须是 １９２５ 年以前出生的英国公民，这意味着参赛者们都亲身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战争有

着刻骨的感受，而这将有助于参赛者们更好地理解考文垂对于英国国家重建的象征意义③。 最终，巴
兹尔·斯宾塞（Ｂａｓｉｌ Ｓｐｅｎｃｅ）的参赛作品脱颖而出，被选为新大教堂的建筑设计方案④。 １９５６ 年，重
建工作正式启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亲自为新大教堂奠基，１９６２ 年新大教堂落成。

霍华德教长的继任者 Ｈ． Ｃ． Ｎ 威廉姆斯⑤（Ｈ． Ｃ． 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认为，新大教堂建筑的设计有一

个重点———要从“仇恨中走出来”。 新大教堂是集体记忆的承载物。 集体记忆不同于个体记忆，它没

有一个共同的大脑，往往依赖于文化创伤的形成，而这种创伤中的“历史教训”又被沉淀在纪念碑、博
物馆和历史纪念物之中。 记住历史而不是仇恨，应该是所有战争纪念场所的重要原则。 斯宾塞的设

计体现了这一原则，即注重参观者的“戏剧性的体验”⑥。 新大教堂建筑完整保留了旧大教堂遗址

（大尖塔和残垣），在遗址旁侧建造了一座新建筑，空旷区域被设计成一个花园广场。 遗址部分代表

“牺牲”“创伤”，新建筑寓意“重生”“希望”。 两座建筑物之间通过门廊相连接，门廊是从“过去”走
向“未来”的必经之路，象征“从冲突的痛苦和悲伤，走向和平与宽恕的旅程”。 站在遗址望向新建

筑，辉煌宏伟的新建筑带给人新的“希望”，如同耶稣在承受了磨难后的重生；站在新建筑入口回望遗

址，断壁残垣之象让人铭记战争带来的灾难。
旧教堂遗址与新建筑的“并列呈现”也表达了“善”与“罪”的二元对立。 人类的自私和邪恶犯下

的“罪”令古老的大教堂变成废墟。 新大教堂是人类战胜邪恶的体现，也正是因为战胜了邪恶，人类

才能重新拥有“辉煌”。 因此，未来的“行善”是建立在“认识到邪恶”的基础之上。 为了强调正义最

终战胜邪恶，在新教堂的外墙上还铸有著名的雕塑作品“圣米迦勒大战恶魔”铜像。
但是，正义、真相、宽恕都是和解的核心要素。 真相渴望罪恶能够昭然若揭，痛苦得到同情和确

认。 真相与宽恕可以同向而行，但摆脱过去和重新开始是需要接受的观点。 正义对是非、善恶作出

的肯定判断，涉及利益、重建和补偿，但它又与和平相连。 和解需要合适的空间，空间又是人类生活

中的重要维度，它既代表一个物质性的空间场所，又代表了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也是意识形态传输

的重要载体⑦。 约翰·保罗·莱德里奇（Ｊｏｈｎ Ｐａｕｌ Ｌｅｄｅｒａｃｈ）认为，和解事实上是一种相互依存的思

想和力量，它意味着创建一个空间，使冲突各方在那里会面，彼此关注双方的关系并分享感知和经

验，进而创建新的感知和分享新的经验⑧。
大教堂的和平行动为英德之间的和解打开了通道。 １９５８ 年，联邦德国总统特奥多尔·豪斯

（Ｔｈｅｏｄｏｒ Ｈｅｕｓｓ）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宣布要与考文垂大教堂进行和解，并捐赠 ５０００ 英镑用于新

大教堂统一礼拜堂（Ｃｈａｐｅｌ ｏｆ Ｕｎｉｔｙ）的建造。 媒体纷纷报道豪斯总统的访问，多份报纸刊登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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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恕与遗忘”的主题文章，而该主题成为大教堂未来十年和平建设的重心①。 １９６２ 年，大教堂再次

收到联邦德国政府 ５０００ 英镑捐款，用于修建大教堂国际青年旅社②。 作为回馈，大教堂开始积极计

划并推进德累斯顿（当时隶属东德）女执事医院的重建项目。 在世界冷战格局影响下，英国与东德之

间的城市交往活动受到诸多限制，考文垂的志愿者在 １９６５ 年才抵达德累斯顿，项目最终的完成非常

不易。 该项目也被认为是战后大教堂最复杂且成功的一次对德和解的尝试③。 上述行动，使大教堂

成为英国对德和解当之无愧的“先锋”。
威廉姆斯教长在回忆录中写道：“大教堂的建造花费了 ７５ 万英镑，大约是一架轰炸机成本的八

分之一，是一个氢弹的零头。 ……今天，人类也是悲剧的一部分，人们把更多的钱花在了战争和防御

战争上。 ……大教堂与其他宗教中心一样，是一种能够帮助人们获得更美好事物的信仰，它是一种

更高价值的信仰宣言，高于国与国的猜忌和仇恨所呈现出的价值。”④需要指出的是，战争如同陪审

团制度一样，是人类社会的一项“发明”。 在陪审团制度诞生前也有其他的审判方式，比如拷打和格

斗。 但当老的“发明”遭到质疑时，它就要被新“发明”所取代。 如果人们对战争这种根深蒂固的“习
惯”感到绝望，那么就应该用一种新的发明来取代它⑤。 毫无疑问，大教堂的和平建设正促进着一种

新“发明”的诞生———用非暴力方式实现冲突转化。 根据和平学的理论，和平不仅是所有形式的暴力

的缺失或减少，更是采用非暴力方式创造性地实现冲突转化，使和平绽放出更多活力。
威廉姆斯教长认为：“古老的大教堂在仇恨中被摧毁，基督徒们不能让仇恨造成的伤口始终不

愈。 人类的希望会因为这样的行为，被钉死在世界舞台的十字架上。 宽恕、和解和复活必须上演。
每一次的仇恨、痛苦和毁灭行为都会让人类面临两种结局，要么将仇恨和痛苦埋葬，竖起纪念碑以免

被人遗忘；要么从这些坟墓中走出来，让希望再次升起。 第一个选择肯定会使仇恨和痛苦再次降临，
后者则会使人确信，希望的愿景将变得更加光明，仇恨的力量会被削弱。”⑥坚持向前看也许是最好

的一个和解方式。 但是，真相和正义基础上的和解才能得到更多人的共鸣，处罚应该适用于将过错

方整合进来的修复性正义，而不是进行报复。 事实证明，大教堂的和平行动不仅驱使了德国人对战

争罪责的承认，而且唤起他们对罪责行为进行补偿的责任意识。
大教堂的“和平重建”向世人展示并阐述了“和平与和解”理念的内涵及功效。 人类具有共同的

人性，我们都是人类中的一员。 大教堂利用基督教传统的教义思想，围绕人类的本质问题进行回

应⑦。 有人甚至认为，“在基督教世界，没有一个战争纪念场所能与之媲美”⑧。

三、大教堂的积极和平行动

在大教堂“和平重建”的同时，英德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和平重建”。 在此过程中，大教堂利用自

己的国际声誉，凝聚更多人参与到促进世界积极和平的行动中来。 正如巴德斯利主教所言：“大教堂

正在迅速成为一个伟大的国际和解中心，这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对世界的依赖，以及世界与我们之间

的团结关系，考文垂和这个教区的人民要开始比以往更加深入地思考这个世界。”⑨为此，战后大教

堂迅速开展了一系列“和平与和解”的实践行动，推动考文垂迈向积极和平的发展道路。 积极和平是

建立在对广泛社会条件的理解之上，“它关注未来的、持久的、全面的和真正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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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教堂的和平行动从修复英德关系和弥合战争创伤开始。 １９４６ 年，霍华德教长与德国汉堡的梅

克伦堡（Ｍｅｃｋｌｅｎｂｕｒｇ）牧师在英国圣诞节全国广播中进行对话，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德神职人

员首次在公开场合进行互动①。 在对话中，霍华德教长强调：“基督宽恕的精神可以充满我们的内

心，让我们原谅所有对我们犯下错误的人，我们也祈祷，我们所做的错误都能够被原谅。 ……有一种

新的精神即将诞生，新的勇气、新的信仰、新的无私、新的对彼此痛苦的怜悯……”②对于英方代表霍

华德教长的友善态度，德方的梅克伦堡牧师也作出了积极回应：“我听到了你的声音，我在考文垂的

兄弟。 ……你的‘宽恕’和‘新生’唤醒了我，在我心中回响，‘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他人的

罪过’，但愿这些话能在所有人心中回响。 只要我们能驱除怨怼和仇恨，重新开始，我相信我们的孩

子———你们的和我们的孩子———就能和平地、像兄弟一般地生活在一起。”③在这场堪称“英德战后

和解宣言”的对话中，大教堂成为“将敌意转化为友谊的标志”④。
“友好城市”模式的推广是大教堂积极和平行动中的一项重要成果。 “友好城市”是从大教堂

“和平与和解”的理念出发，促进考文垂与其他战争创伤城市之间进行和解互助、友好联谊的一种城

市外交（公共外交）模式。 在此之前，虽然已有城市之间建立友好关系或合作的先例，但是，考文垂是

世界上第一座系统性实施“在城市之间建立稳定、正式关系”政策的城市。
１９４７ 年 ９ 月，考文垂市长、大教堂霍华德教长、城市商贸机构代表等一行人访问基尔⑤。 此次访

问促成考文垂与基尔“友好城市”的缔结，这也是考文垂战后缔结的第一座“友好城市”。 这次联谊

行动是战后英德城市间的首次正式交往，极具特殊的“和解”之意。 在基尔期间，霍华德教长反复强

调“友谊才能在两国之间形成新的纽带”⑥。 一次公开会议上，霍华德表示：“考文垂和基尔的人们都

在渴望对城市物质和文化的重建，这种重建最终取决于我们的精神资源。 对过去罪过的真诚忏悔，
对真善的憧憬，以及对彼此苦难的同情。”⑦前期与德国教会之间的多次和平对话，使“对过去罪过的

真诚忏悔”的观念更容易被德国人所接受。 此行，大教堂向基尔圣尼古拉教堂赠出了象征着和解的

“铁钉十字架”，作为回馈，圣尼古拉教堂在其被轰炸后的废墟中挑选了一块石头赠与大教堂，现陈列

于大教堂内，被称为“基尔宽恕之石”⑧。 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很多的无辜民众也遭受了战争的伤害，
在基督教教义的原则下，这些民众同样需要“宽恕”那些伤害了自己的人。

２０ 世纪 ４０ 到 ５０ 年代，在大教堂的参与下，考文垂与基尔、利迪策、德累斯顿等多座战争创伤城

市建立起“友好城市”关系。 １９５５ 年，欧洲委员会（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⑨将考文垂评选为“最能体现欧

洲理念（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Ｉｄｅａ）”的城市。 同时，为表彰考文垂创建的“友好城市”模式在推动战后欧洲国

家友好关系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特授予考文垂“欧洲委员会欧洲奖”。
但是，彼时英国反德情绪依旧高涨，一些英国媒体在报道中抨击德国政府对大教堂的捐款是“赎

罪金”。 对此，只有通过不断扩大英德之间的和解才能消解英国人的愤恨。 １９６０ 年，大教堂与西德

“和平与和解行动”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双方派遣志愿者前往彼此国家参与当地的重建工作。 １９６１
年，１６ 名德国年轻志愿者抵达考文垂，帮助大教堂重建了在轰炸中被毁的法衣室，并将其改造为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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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的国际中心①。 英国媒体报道此举是“一项源于和解的崇高行动”②。
“历史不会自动代代相传，而是必须被积极主动地传递，这样后人才能将那段历史视为有意义的

历史。”③但是，“负面情绪的记忆是道德行为的一种强大动力”这一观点在很多和平或战争纪念场馆

的记忆传递中得到体现。 这些场馆通过讲述痛苦的战时记忆，唤起参观者强烈的反战情绪，使后人

鲜活地保持这类原始情感记忆的能力④。 尽管这种战争纪念方式的目的在于宣扬“战争的不在场”
和警醒后人，但“狭隘”的历史传递往往存在一些明显的局限，包括过分强调自身“被害者”的形象⑤，
或是利用“恐惧”“胆怯”这样负面情绪让人们抵触战争。 此类战争纪念方式是一种“被动的”消极和

平⑥的构建。 然而，战争记忆研究正在发生三个维度的变化：英雄记忆转向创伤记忆，战胜国的记忆

转向所有创伤国的记忆，国家的历史记忆转向多国共享的历史记忆。 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人类不

懈努力地追求和平，和平的记忆终将超越战争的创伤记忆。
大教堂作为英国战争殉难的代表性记忆场所，是考文垂战争记忆传递的重要媒介，而和平教育

则是大教堂进行战争历史传输的主要途径。 新大教堂建成后，访问大教堂的学童人数大幅增加。
１９６３ 年，每日约有 ６０００ 名孩子在大教堂接受战争与和平主题的课程学习⑦。 据英国教育部门年度

报告显示，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６６ 年 ９ 月，来自英国各地的 ３６４ 所学校参观过大教堂；１９８９ 年以来，每
年约有 １ 万名学童参观大教堂，在学习战争历史的同时，体悟大教堂和平建设所践行的“和平与和

解”理念⑧。 同时，大教堂针对学前和小学生群体开设了“属于我们的大教堂”（Ｔｈｅ Ｃａｔｈｅｄｒａｌ Ｂｅｌｏｎｇｓ
ｔｏ Ｕｓ）专题课程⑨。 在为期三周的课程中，大教堂的教育工作人员向孩子们讲授大教堂的历史、建
筑、和平符号、艺术陈列品等其中承载的深刻内涵。 因此，大教堂成为英国重要的和平教育基地。

１９７３ 年，大教堂与兰彻斯特理工学院（现考文垂大学）合作建立了和平研究中心。 １９７４ 年 ６ 月

４ 日，坎特伯雷大主教唐纳德·科根亲自为研究中心揭幕。 对于建立该中心的意义和目的，《泰晤士

报》在次日的报道中评价：“‘和解’这个主题，最初只是简单的为表达治愈二战创伤的愿望而提出，
现在已经被带入社会和政治理论领域。 ……研究人员相信，基督教可以为分裂的社会提供一些东

西，而不是用礼貌的善意或仁慈的家长制来掩盖分歧。 这种‘更多’的东西尚未明确出现，但当它出

现时，它将在昨天开幕的新研究中心内形成。”和平是需要通过教养和培育才能实现，“在某种程度

上，如果每个人都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追求和平，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暴力更少”。
和平符号的构建与传播是大教堂传递战争记忆的另一重要途径。 具有公共属性的纪念物，不仅

承载着营造者一开始设定的纪念内涵，还具有广泛的大众参与性，在经历长时间的积淀后，也会成为

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凝聚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集体记忆与认同”。 “铁钉十字架”是大教堂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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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最多的和平符号。
“铁钉十字架”最初作为“记载”大教堂战争经历、推广“和平与和解”理念的“信物”，被大教堂

广泛赠送给世界各国的政府官员、国家代表、教会等。 仅在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就有上百个“铁钉

十字架”被赠出，丘吉尔与夫人（１９４１ 年）①、女王伊丽莎白二世（１９５６ 年）②、 玛格丽特公主（１９５７
年）③等都曾获赠“铁钉十字架”。 随着“铁钉十字架”的广泛传播，大教堂开始将其作为国际“和解”
的媒介，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和平活动，包括上文提及的德国基尔、德累斯顿，还有苏联时期的斯大林

格勒、荷兰的鹿特丹等城市都曾得到获赠。 １９６１ 年，威廉姆斯教长前往德国汉堡进行访问，将一个

“铁钉十字架”作为“和解之礼”赠送给当地的圣凯瑟琳教堂，当时《考文垂电讯晚报》称“这枚‘铁钉

十字架’象征着与德国人民的友谊”④。
大教堂“铁钉十字架”的影响力不断超越英德和解的范畴。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期，威廉姆斯教长

萌生“要在一个国家的基督徒和另一个国家的基督徒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系”的想法⑤。 １９６４ 年，大教

堂起草了《共同纪律》，并在会众中进行推广⑥。 随着自愿遵循该纪律的会众人数不断增加，大教堂

提出构建一个以“铁钉十字架”为象征符号，以遵守《共同纪律》为基本要求，以“和平与和解”理念为

共同信仰，以“治愈历史创伤”为一致目标的和平行动团体，并命名为“铁钉十字架社区”（Ｔｈｅ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 ｏｆ Ｎａｉｌｓ）⑦。 “铁钉十字架社区”迅速向国际范围扩张，“社区”成员们“本着耶稣

‘爱你的敌人’的教导，积极应对因激烈冲突而对个人、社会和经济所造成的创伤，致力于解决由宗

教、种族和民族差异造成的分化和敌视”⑧。
随着“铁钉十字架社区” 的发展，其和平建设目标已经大大超越大教堂此前关注的“对德和解”

“战争治愈”等议题，开始向环境、种族、宗教等基于人类基本需求的冲突领域推进。 如推动致力于欧

洲和解与统一的“欧洲愿景”（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项目⑨、 举办关注全球生态和平问题的“生态与基督教

的责任”国际会议、 派遣团队前往北爱尔兰“促进当地分裂的宗教阵营之间的和解”等。 目前，
“铁钉十字架社区”在全球范围内拥有 ２００ 多个和平合作伙伴，将世界各地的教堂、慈善机构、和平组

织等串联在一起。 ２００９ 年，大教堂利用“铁钉十字架社区”平台，启动“国际铁钉十字架学校”（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ｏｓｓ ｏｆ Ｎａｉｌｓ Ｓｃｈｏｏｌｓ）项目，构建起国际化和平教育网络。 该项目将世界各地的中小学纳入

“校园社区”内，为这些学校的孩子们提供和平教育课程，旨在培养更多年轻一代投入到未来世界的

和平建设中。
大教堂和平建设的突出表现，使其国际声誉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并开始充当国际和平“调解者”

的角色，参与国际冲突事件的化解工作。 以巴以争端调解为例，２００２ 年 １ 月，在大教堂的支持下，国
际和解中心时任主任安德鲁·怀特（Ａｎｄｒｅｗ Ｗｈｉｔｅ）教士召集了一批来自巴以两国的基督教、犹太教

和伊斯兰教的高级宗教领袖，在埃及亚历山大市举行了会议，探讨地区的和平前景。 会议签署了《圣
地宗教领袖亚历山大第一宣言》（Ｆｉｒｓｔ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ｌｙ Ｌａｎｄ），
此宣言获得了巴以两国领导人的认同。 宣言中明确承诺“继续共同寻求公正的和平”，呼吁在宗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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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下停止战争①。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资本主义世界进入到经济衰退期，经济滞涨的“英国病”出现了。 考文垂高

度依赖制造业，７０ 年代时，城市的制造业从业人员达到总就业人数的三分之二，过度单一的产业结构

使考文垂在去工业化浪潮的影响下急速衰退，失业率远高国家平均水平②。 １９７５ 年，英国失业人数

已超过 １００ 万，１９７８ 年达到 １６０ 万③，大量传统工业城市遭受巨大冲击。 劳资冲突、种族歧视、贫民数

激增等社会矛盾充斥着考文垂。 面对城市危机，大教堂表示要在从未经历过的急剧社会转型中承担

起更多“社会需求给予的责任”④。
面对城市工业领域的冲突问题，大教堂一是为工人们提供宗教礼拜服务，派遣工业牧师在教区

内进行广泛传教，加强对城市工人群体的了解⑤；二是成立考文垂“工业布道团”，定期对城市工厂进

行访问，并与之建立紧密联系，协助工厂解决劳资冲突、工人培训、失业就业等问题，力图化解隐藏于

城市工业发展中的各类根源性矛盾冲突⑥；三是组织、举办各类城市工业研讨会、民众集会等，引发人

们对城市工业领域冲突问题的关注和思考⑦。
战后繁荣发展时期涌入的大量移民劳动力在城市出现急剧衰退后被白人群体视为对自身“生活

和工作保障的重大威胁”，城市内的种族冲突不断激化。 大教堂呼吁民众要认识到“考文垂是一个多

种族社区”的事实⑧，要理解、接纳这些移民和他们的后代⑨。 与此同时，大教堂成立了“考文垂社区

关系委员会”（Ｃｏｖｅｎｔｒ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任命专职种族关系牧师，处理紧张的城市种族

冲突问题。 大教堂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为不同种族、文化、宗教信仰的市民提供相互了解、和
平共处的机会。 因此，大教堂被称为是“所有种族的理想聚会场所”。

面对城市综合性问题，大教堂在 １９６８ 年举办了“人与城市”主题会议，邀请经济、社会、规划等研

究领域的国际权威人士参会，共同商议当代城市问题的解决方案。 同年，考文垂成立了英格兰第一

个“大教堂城市研究中心”。 该中心的工作目标即“努力改善城市生活，促使在城市问题上达成共

识，或使‘分歧’成为创造性的意见”。 不仅如此，中心还挑选了一些有代表性问题的城市案例进行

比较研究，如对新工业城市杜尔加普尔的产业发展问题、加尔各答的经济冲突问题等进行研究，并
提出有效的治理方案。

大教堂在积极推进国际和平与和解事业的同时，利用自身的宗教和社会公信力，主动承担起城

市本地的和平建设任务，将“和平与和解”理念贯穿到世俗社会各领域建设之中，体现了大教堂对实

现积极和平的强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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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教堂对城市发展之审思

综上所述，战后大教堂和平建设践行的“和平与和解”的非暴力理念，促使考文垂摆脱受难者的

叙事模式，引领了战后城市的发展方向。 在“考文垂大轰炸 ５０ 周年”的考文垂政府文件汇编中，有一

份题为“通往和平的道路”（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Ｐｅａｃｅ）的报告中写道：“大教堂被毁的象征意义向考文

垂的人民和神职人员展示了死亡和重生的概念，这为考文垂的未来提供了一条清晰的道路。”①

考文垂被轰炸后，德国纳粹曾将其视为“全面战争典范”的标志事件，柏林宣传机构专门创造了

一个新词“Ｃｏｖ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意为：夷为平地），以此描述被轰炸后的考文垂惨况②。 “Ｃｏｖ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一词

对于纳粹而言是一种威吓性的战争宣传，随着纳粹的败退该词在德国就甚少使用了。 然而，这个词

却长期被反法西斯国家作为坚强不屈的象征用以宣传。 大教堂的国际募捐广告中也使用了“Ｃｏｖｅｎ⁃
ｔｒａｔｉｏｎ”，认为该词是“考文垂和大教堂受到破坏的必要提醒”③。 更为重要的是，大教堂的和平建设

赋予“Ｃｏｖ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全新的“重生”寓意，即“用和平与和解的方式治愈战争创伤”④的城市重建模式。
和解是弥合创伤最好的方式，“考文垂大轰炸”事件发生后的几十年间，尽管有人试图重拾仇恨，

但大教堂依旧在英德和解中发挥了积极作用⑤。 英国考文垂大学和平学研究中心创始主任安德鲁·
瑞格比（Ａｎｄｒｅｗ Ｒｉｇｂｙ）教授认为，和解“要求相互敌视的各方能够积极参与其中，人们做好共同勾画

未来的准备是任何和解过程的关键。 为此，他们可以不忘记过去，但应该宽恕过去，在这个基础上携

手共进”⑥。 大教堂在遭遇空袭后迅即提出“与敌人和解”，这种“和解”不是无视历史，也不是放弃真

相和正义，而是用宽恕打开和解的大门，促使“加害者”承担责任，激发考文垂战后城市重建的生机。
大教堂彰显基督教宽恕思想的“和解口号”，落地为一贴加速考文垂“和平与和解之城”建设的促进

剂。 与此同时，一个由大教堂、考文垂市议会、考文垂大学组成的“三位一体”的城市和平建设领导机

制形成了，并唤起国内外个人和团体对该城和平建设的广泛参与和援助。 在践行“和平与和解”理念

的历程中，大教堂增强了城市建设力量的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形象。
考文垂作为一座创伤城市，其战后发展承负国际和解的重托，而和解的有效途径是构建充满理

解和希望的积极关系。 在和解进程中，考文垂超越了战争的政治记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促进公众

“共同记忆”的生成。 考文垂的和解经历表明，治愈创伤的最好方式不是揭开疮疤，用和平的话语和

记忆符号去传播创伤记忆，更有助于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共鸣，避免过去伤痛历史制约现实的

发展。
当然，考文垂大教堂的和平与和解之路具有宗教教义的意味，但和平是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大教堂和平建设的理念及其实践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其对考文垂构建“和平与和解之城”的贡献得到

了国际认同。 事实表明，人类开始战后的和解进程（可能）比发动一场战争更困难，和解往往很难走

向一个可持续的结果⑦。 为此，考文垂的和平城市建设，为其他国家创伤城市的战后重建和发展、国
家间的和解提供了一种有益参照。

（责任编辑　 卢　 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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